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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之举  恒在少者

——楚国幼子继承制答疑
王恩田
山东省博物馆

春秋时期及其以前实行的是幼子继承呢？还是嫡长继承制？以往是存在争议的。主张楚国所实行的是幼子继承制，其主要根据是如下两条史料：

1．《左传·文公元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

2．《左传·昭公十三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

第一条史料是春秋中期，楚成王欲立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表示反对，列举了三条理由，这是其中第二条。另外的两条一是说楚成王还年轻，而且所宠幸的女人很多，如废弃所立的太子，恐怕就要出乱子。另一条理由是说商臣这个人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残忍的人。成王不听劝告，终于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当欲废太子商臣而立商臣庶弟王子职为太子时，商臣作乱，逼成王自杀，商臣代立，即楚穆王。

《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与《左传》基本相同，只是把“恒在少者”改为“常在少者”，是避汉文帝刘恒之讳。关于“楚国之举”的举字，《史记》集解引贾逵注和《左传》杜预注均解为“举，立也”。就是说子上认为立少子是楚国的常法。所谓“恒”，自然应指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情况而言，不会是个别的或特殊的情况。子上的上述说法是楚国最高官吏总结楚国继承史而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楚国人言楚国事，谈话的对象又是楚王，不会有什么虚假不实之处，应该是最可信据的。

第二条史料是春秋晚期楚国发生内乱，楚灵王逃亡自杀，叛乱者召逃亡于晋国的灵王弟弟子比归国，韩宣子问叔向，子比回楚国能否即位为王。叔向对楚国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子比为王有“五难”，而楚灵王最小的弟弟楚共王最小的儿子弃疾最有希望，上引史料就是叔向所例举的弃疾的有利条件之一。

叔向所处时代晚于子上，而且是晋国人。如果说子上谈话的对象楚成王本人就是以幼子的身份即位为君，子上的言论有“巴结”成王之嫌，那么叔向的发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叔向的结论却与子上相同，“巴结”之说是难以成立的。这说明楚国所实行的幼子继承制度，不仅是在楚国，在晋国和其他国家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不同的是子上所说的“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是讲的正常条件下的继承秩序，叔向讲的“芈姓有乱”是非正常条件下的继承制度，这一早一晚、一楚一晋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政治家们对楚国继承制度具有相同的看法，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史料。

主张楚国实行嫡长制，而不是幼子继承制的学者对于上述两条史料则有另外的解释，例举种种证据予以否定。

第一，幼子继承制的否定者根据叔向“芈姓有乱”这句话得出结论说，楚国的幼子继承制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弑杀、争夺的结果，以此否定子上“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正常继承。这是需要讨论的。

首先在年代上，子上是春秋中期人。子上的说法是对春秋中期以前楚国继承制度经验总结。而叔向是春秋晚期的人。叔向所说“芈姓有乱”是春秋晚期楚国继承制度所出现的新的特点。不应把春秋晚期楚国出现的“芈姓有乱”的非正常继承，去置换春秋中期以前的“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正常继承。

其次，春秋晚期楚国继承制度不仅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式的“争”，而且还有“温良恭俭让”式的“让”。例如春秋晚期的楚昭王有子不传而让位于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位于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再让位于次弟闾，五让乃后许为王。其实“五让乃后许为王”也并非公子闾的本意。在昭王去世后，子闾坦露了自己的心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楚世家》）。令人不解的是主张西周春秋时期楚国幼子继承制的否定论者为什么对这种不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式的争位，而是“温良恭俭让”式让位的典型事例竟然会视而不见呢？之所以说是“典型事例”是因为不是个别人让位。先是昭王有子不传而让位于其弟， 而后是弟兄三人接连不断地“让”。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五让乃后许为王”。而且次弟公子闾即使答应了其兄楚昭王让位为王，也仍然是敷衍。真实的目的仍是让位于昭王之子章为王。这样的典型事例无疑是嫡长制说的致命伤，故而不得不曲意回避。在我们看来，这一典型事例正是嫡长制尚未确立的铁证。

否定论者与我们的看法相反，认为“五让而后许为王”的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嫡长制强大的约束力”。
其实“让位”事件并非楚国独有的孤证。凡是嫡长制尚未确立的国家都会存在让位现象。例如西周王朝建国以前实行兄终弟及，发生过太伯让位其弟季历。又如春秋早期宋宣公说“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有子不传而传位于其弟穆公和，“和亦三让而受之”。穆公和也是有子不传而让位于其兄宣公之子。再如吴国实行过“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的兄终弟及制。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寿梦欲传位于幼子季札，而季札不愿即位为王。寿梦死后，诸樊、余祭、余昧兄弟三人相继嗣位，都曾想让位于季札，季札都予以拒绝。“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吴人不得已乃立余昧子僚为王。吴国这时如果嫡长制已经有了“强大的约束力”，寿梦为什么还要违背嫡长制，不传位给嫡长子，而一定要传位于幼子季札呢？作为长子的诸樊为什么偏偏不传位给自己的嫡长子？要让位于最年幼的弟弟季札呢。由于季札拒绝即位为王，诸樊等兄弟三人才不得已而相继嗣位。兄弟三人相继嗣位而都不传位“嫡长子”是遵守先王寿梦“兄卒弟代立”的遗命。证明春秋时代的吴国并不存在“嫡长制强大的约束力”。季札之所以一让再让不是为了遵守“嫡长制强大的约束力”，而是为了效法曹国子臧让位的榜样。季札说：“曹宣公之卒也，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史记·吴世家》）。季札欲效法曹国子臧和上举周人先王，吴国、宋国等让位事例，证明让位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时代风尚。如果嫡长制有“强大的约束力”，为什么还会有如上所述那么多人敢于公然抗拒违背嫡长制不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嫡长子，而偏偏要让位给自己的弟弟呢？惟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西周和春秋时代尚不知嫡长制为何物，如此而已。
第二，嫡长制说认为在楚国从西周至战国八百年的世系中，绝大多数为嫡长子继承。认为《史记·楚世家》所载楚国世系，“从鬻熊（相当于周文王时）到楚昭王（春秋末），共历二十二世三十三王。其中二十二王是长子，只有七王是幼子”。从鬻熊子熊丽到楚王负刍，“先后在位有四十三君。……绝大多数为嫡长子继承，余子在嫡长子后即位者只有十例，（其中少子仅五例），庶子即位者一例”。因此得出结论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必季实立”的说法“与《史记·楚世家》所记楚君即位世次大相乖谬”。如果说叔向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而又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的话”，那么子上的说法“就完全是一种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论”，实际是“楚国之举，恒在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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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根据《楚世家》编制的楚世系表除去与周文王同时的鬻熊，从熊丽至季徇，相当于西周时期，在位15君，称“生”者7人，称“弟”者2人（熊杨、熊严），称少弟者1人（季徇）。称“子”者6人（中子1人，长子1人，不言长幼者2人）；自熊仪（若敖）至昭王，相当于春秋时期，在位者16人。称“子”者12人，称“弟”者2人（武王、成王），称“季父”者1人；自惠王至负刍，相当于战国时期，在位者13人，称“子”者10人，其中明确属“太子”者2人，称“弟”者2人，称“兄”者1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时期的称谓有7例称“生”而不称“子”。这里所说的“生”，当然不会是生育的“生”，而只能是甥舅之甥。果如此，则西周楚国依然处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制时代。其君位继承仍然处在与印第安人相同的传弟传甥制阶段。连父子关系都搞不清楚，哪里会有“嫡长继承制”？即使把“生”字解为子，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长子”，更没有理由说成是“嫡长子”。自熊仪至昭王的春秋时代世系中，在位者16人，不再称“生”，而称“子”者12人，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可以确认生子的父系氏族制时代。称“子”时同样也没有注明长子还是幼子，更没有说是“嫡长子”。由此可见，所谓从熊丽到楚王负刍“先后在位有四十三君。……绝大多数为嫡长子继承”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子上的言论恰恰为此作了注解。所谓“恒在少者”，说明这些不言长幼的“子”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都应是“少者”的幼子。

第三，不同意《史记》集解引贾逵注“举，立也”的解释，而引用（日）黾井昱的解释“举，废举之举”，认为举就是废的意思。“所谓废，就是杀掉或赶跑合法的继承人而自立为君”，进而得出结论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不是楚国的常法。

这是误解。实际上黾井昱的解释与贾逵的解释是一致的。汉语中的许多字有多个义项，为了强调其中的某个义项，往往使用反义词组进行注释。“举”字有立、用、拔、飞、对举、企望、饮酒等五十余个义项，这里只是强调其中作为“立”的含义，于是贾逵说“举，立也。”黾井昱注释曰“举，废举之举”。废与举就是反义词组。使用反义词组加以解释的例证很多。例如，“男，男女之男”，以区别于五等爵之男。“阴，阴阳之阴”，以区别于阴晴之阴等等。不会有人把男解为女，阴解为阳，当然也不应该把举解为废。道理浅显，毋需多辩。

第四，嫡长制说认为西周时代出现的两次兄终弟及，即“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勇卒“弟熊严为后”，都是由于“无子”“故由其弟代立”。

其说可商。《楚世家》中明确指出“无子”然后传弟者只有一次，即战国时期的肃王戕“无子”，传弟熊良夫，即宣王。其实，实行兄终弟及制与有子“无子”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有子不传而传弟的。除了上举宋、吴等国的例证外，又如春秋秦国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立其弟德公”。“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缪公”（《史记·秦本纪》）。因此把楚国西周时期熊胜以弟熊杨为后和熊勇卒立弟熊严为后这两次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兄终弟及，推测是由于其兄“无子”的原因造成的，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臆说。

第五，嫡长制说认为楚国另外的两次兄终弟及证明楚国是实行嫡长制的。一次是熊渠少子执疵争位事件，据《楚世家》记载“熊渠有子三人，长子毋康、中子挚红、少子执疵。“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嫡长制说认为首先：从“后为熊毋康”语云，显见熊渠诸子中，长子熊毋康被明确立为嗣君，只因其卒于熊渠之前，故熊渠卒后，熊挚红继立，这也合于先秦时代济嫡长之穷的补充规定：“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其次，执疵先杀熊挚红之子而后代立，这就证明，按楚国的法定继承程序应由故君嫡长子继承君位，而不是故君之弟。亦即君位传子（嫡长子）而不传弟，如若不然，执疵就会直接继承，根本用不着“弑而代立”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否定论者不同：第一，《左传》所阐述的“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并非嫡长制法则，而是兄终弟及制的法则。嫡长制要求“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公羊·隐公元年》），“质家”指殷人，“文家”指周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嫡子有孙而死时，按照殷人的兄终弟及制应立嫡子之弟。而按照周人的嫡长制则不应立嫡子之弟，而应立嫡子之子即嫡孙。故明太祖太子死而立其孙建文帝而不立朱棣（成祖）等太祖的其他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嫡长制。长子熊毋康早死，不立熊毋康之子而立其弟挚红，恰好说明楚国此时嫡长制尚未确立。第二，“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这句话是有毛病的。既然说“挚红卒”，显然就不是为弟所弑。因此，梁玉绳认为：“云弑者，盖弑其子。”其实，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国语·郑语》韦昭注：“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自竄”也好，“自弃”也罢，都是说挚红系逃亡于夔。也就是说熊挚的即位，既不是杀兄，亦不是弑兄之子，而是中子挚红逃亡后，顺理成章地继承。第三，退一步讲，即使承认挚疵是弑兄挚红或弑挚红之子而上台的，也不能证明“楚国的法定继承程序应由故君嫡长子继承君位”。因为历史上“法定继承程序”下的法定继承人出于种种原因抢班夺权的现象是存在的。举例来说，鲁惠公传位于其子隐公以后，按照鲁国一继一及的“法定继承程序”，隐公应传位于其弟桓公。而隐公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但是由于隐公手下的一个野心家羽父想替隐公除掉桓公，妄想以此换取太宰的职位。“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羽父惧，反谮公与桓公，而请弑之。”隐公回答说如果不是桓公年龄还小，我早就想把职位传给他了。羽父没达目的，转而又到桓公那里说隐公的坏话。结果，桓公与羽父果真杀了隐公而桓公立（《左传·隐公十一年》）。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认为鲁国所实行的不是一继一及制而是嫡长制。总之，少子熊执疵的即位为君，也只能证明楚国这时实行的是幼子继承而不是嫡长子继承。

另一次幼子继承，据《楚世家》：“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否定论者认为“从熊霜在位仅六年而卒可以推知，熊霜之后，这场群弟争立的混战，是因熊霜无子，君统的正常继承中断而引起的。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季徇即位并非法定，也不是因其为诸弟之少，而是因其在这一场大动干戈的角逐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实熊霜在位时间的长短，与“三弟争位”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据熊霜“在位六年，卒”，也无法“推知”熊霜一定是“无子”。也无法看出“季徇即位并非法定”。季徇之所以能够在争位斗争中获胜上台，只能表明楚国幼子继承制传统的根深蒂固。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盖亦是定制如此，作乱者多依法拥立少者也。”

第六，嫡长制说认为“太子”就是嫡长子。“在国君诸嫡长子中长子法定为太子，并在实际上享有这一储君称号，是嫡长继承制确定的一个首要标志。楚国有太子之名，始见于《左传·文公元年》的追述，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大子’即‘太子’。但楚太子之名称和名分的实际出现和确定则应远远早于此。《左传》将‘太子’记作‘大子’，说明太子最初是对排行最长者的称呼，太子就是长子。……《史记·楚世家》载：‘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为‘长子顷襄王立’。一称‘太子’，一作‘长子’，这充分证明，西周以来楚君嫡子中称‘长子’，称‘伯’者，实则是标志其为‘太子’”。

此说也值得讨论。古代大、太一字。太子意即法定继承人。一般说来，在嫡长继承制确立后的情况下，太子往往是长子。但在西周、春秋时代，太子不一定是“长子”，也可以是次子、幼子。既可以是嫡子，也可以是庶子，甚至可以是国君之弟。例如秦庄公长子曰世父，世父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秦本纪》），证明弟弟也可以成为法定继承人的“太子”。又如，周武王发有兄名伯邑考（《礼记·檀弓上》），武王是次子、幼子当无疑问。而《周本纪》说：“西伯崩，太子发立。”称武王为“太子发”。证明“太子”武王发显然并非“长子”。不仅被立为“太子”的武王发不是长子，周文王以及《史记·周本纪》中的“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和“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也未必都是长子。下面这条史料充分证明这一点。《左传·定公四年》召陵盟会在排定歃盟次序时，原定蔡国排在卫国之前，理由是蔡国始封君蔡叔年长于卫国始封君康叔。卫国使者子鱼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周人“尚德不尚年”的固有传统。他在例举了鲁、卫、晋三国受封时所受到的隆崇待遇之后，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叔者，弟也。伯者，兄也。“文、武、成、康之伯尤多”意思是说文、武、成、康四王都有很多兄长。子鱼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公、康叔、唐叔等三人都是弟弟，由于有“令德”，所以才受到隆重的封赏、不然的话，文武成康四王都有很多的兄长，为什么这些兄长没有受到隆重的封赏呢？这是由于封赏并不看重是否年长的缘故，“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这句话清楚不过地说明，文、武、成、康四王都不是长子，而是次子、幼子。

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西周制度是对殷商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西周早期文武成康四王是幼子继承，殷商也是实行幼子继承的。例如武丁卜辞有祭多兄、兄甲、兄丁、兄庚、兄戊，证明武丁至少有四位兄长，武丁不可能是长子。又如祖庚、祖甲卜辞有祭四兄、三兄和兄辛、兄壬等等。廪辛卜辞有祭三兄，康丁卜辞有祭四兄，此外还有兄丙、兄己、兄庚。武乙卜辞有祭兄甲、兄己，文丁卜辞有祭兄丁、兄戊、兄庚等等。证明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
等等都不是长子。由此可见，幼子继承不仅是“楚之常也”，也是殷商之常也，西周之常也。

春秋时期，并非嫡长子而被立为“太子”的例证很多，例如：

1.见于《国语·周语》和《史记·鲁世家》的周宣王不立鲁武公的长子括为太子，而立括之弟戏为太子。

2.《左传·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夫人三：王姬、徐赢、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赢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这位被齐桓公立为太子的孝公，其母是“内嬖如夫人”，即妾所生，自然不是嫡子，而是庶子。排在他前面的还有武孟与惠公，故而孝公不仅不是嫡长子，连庶长子都不是，但却被立为太子。

3.《左传·襄公十九年》：齐灵公本来已经立了嫡夫人颜懿姬的侄女声姬的儿子光为“大子”，后来又答应其爱妾戎子的请求而改立其妾仲子的儿子牙“以为大子”。齐灵公既可以立嫡妻的侄女之子光为“大子”，又可以废“大子”光而改立妾仲子的庶子牙为“大子”，证明春秋时代不存在“国君诸嫡子中长子法定为太子”的规定。

第七，嫡长制说认为宗子即太子,“楚君嫡长子不仅有太子之名，而且有‘宗子’之名。《诗·大雅·板》曰：‘大宗维翰’，‘宗子维城’。<毛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郑笺>曰：‘宗子谓王之嫡子’，郑笺又曰‘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出土彝器晋公[image: image2.jpg]


，上记有‘[image: image3.jpg]


今小子，整辥尔容，宗妇楚邦’。所谓‘宗妇’即宗子之妻。此铭记的是晋侯嫁女于楚，正是楚太子有宗子明证”。

笔者认为：太子即法定继承人，楚君的太子不论是否“嫡长子”，都有可能是王族大宗的“宗子”。因此，说“太子而且有‘宗子’之名”并不错。但王族的大宗之外还有许多的小宗。每个小宗也都有自己的“宗子”。除王族之外，还有其他的宗族，也都有自己的“宗子”。因此，不能在太子与宗子之间划等号。郑玄把《诗·大雅·板》中的“宗子”解为“王之嫡子”，是据战国时代嫡长制确立以后的事实立论，并不符合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左传·僖公五年》晋献公派士蒍为重耳、夷吾二公子在蒲和屈两地筑城，不慎在城墙内混进了柴草，夷吾在献公那里告发了士蒍，士蒍在承认错误时曾引用了《诗·大雅·板》中的诗句：“怀德维甯，宗子维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杨伯峻注：“此指重耳、夷吾，非指太子申生。”可见士蒍引《诗》中的宗子并不是晋献公的嫡长子，晋献公的嫡长子是太子申生，而不是重耳、夷吾。因此，说“宗子即太子”是错误的。晋公[image: image4.jpg]


 “宗妇楚邦”中的“宗妇”即宗子之妇。如上所述，既然楚国并不是只有一个“宗子”，那么“宗妇”也未必一定就是太子之妇。当然也不能用来证明太子是楚国惟一的“宗子”。

第八，在嫡长制诸说中还有另外一种理解。认为子上规劝楚成王时说“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云云，“完全是托辞”。因为“楚成王生于鲁庄公十四年以前，至子上任令尹的鲁僖公二十九年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不能再算‘君之齿未也’。成王真正‘齿未’时，子上还实在没有资格接受廷问，因此，这只能是托辞”。

这是没能读懂古籍的常识性错误。这里所说的“楚成王生于鲁庄公十四年以前”，是根据《左传·庄公十四年》的如下记载：“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即成王之父楚文公。息妫即成王母，堵敖即成王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楚文公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掠夺回来，生了堵敖和成王。根据这条材料，只能认为堵敖、成王都生于鲁庄公十四年（前680年）楚文王“灭息，以息妫归”以后，怎么可以认为“楚成王生于鲁庄公十四年以前”呢？如果息夫人在被楚文王掠夺以前就生了成王，那么堵敖和成王岂不成了息国国君的儿子吗？果真如此，《左传》这条记载应改为“遂灭息，以息妫及其子堵敖、成王归”，岂不是笑话。因此，根据“楚成王生于鲁庄公十四年以前”的谬说，所推导出来的楚成王“至子上任令尹的鲁僖公二十九年时，已经五十多岁，不能算‘君之齿未也’”，也只能是谬说。因而也只能是为否定“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托辞”。

综上所述，“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信而有徵。春秋时期的楚国曾经实行过幼子继承制，铁案难移，不容否定。

西周、春秋时期，不仅楚国没有实行嫡长继承制，包括周王朝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行嫡长制。道理很简单，嫡长制要求把职位和财产传给血统绝对可靠的儿子，而《诗经》中爱情诗的充斥，说明西周春秋时期妇女婚前享有广泛的性自由，因而无法保证嫡长子血统的纯正。这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不可能实行嫡长制，而只能实行幼子继承制的奥秘所在。证明唯物史观关于婚姻制度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制约作用的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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